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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网络内容生态治理强调以“内容聚集样貌”为中心，是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蕴含着外部性、多样性以

及元治理等多维理论向度。 这些理论向度形塑了内容生态治理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旨趣，即实现网络内容生态的

良好建构，以达到网络内容结构完整、网络内容生态系统功能优化的目标。 在当前平台语境下，网络内容生态治理

面临着基于算法的垄断竞争性平台带来内容品质的挑战、生成性人工智能平台带来内容伦理的挑战、从放松规制

到强化规制带来治理成本上升的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需要从元治理理论出发，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进路：要
树立正确理念，坚持积极规制和消极规制并重；要发挥政府主体作用，完善内容生态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要坚守

平台底线思维，建立内容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要强调成本和效率意识，融合政府规制和自我规制。
关键词：内容生态治理；理论向度；平台语境；元治理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９－０１７０－０７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然进入深度

网络化社会，人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达到空前的高

度，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重构，流动的

网络空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和精神

环境。 然而，伴随着各类网络平台的崛起，受技术、
资本以及各种不良社会情绪、动机和思潮的驱使，网
络内容生态出现失衡，作为环境的互联网生成了诸

多负外部性问题，低俗、暴力、假新闻、舆论操控等网

络负面内容层出不穷，并形成结构性影响，网络内容

生态安全面临极大风险，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刻不

容缓。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加

强互联网内容建设的相关要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要求“建
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建
设良好的网络生态”。 至此，网络内容生态从一个

富有学科交叉性的抽象概念落地为一项紧迫的公共

政策实践。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

调：“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

态。”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当下

网络空间治理的重中之重。 但是，网络内容生态治

理在理论基础、推进逻辑、执行结构和政策工具等方

面不同于指向“不良内容”的网络内容监管，而是强

调以“内容聚集样貌”为中心的网络内容综合治理，
相比而言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和多元主体性等复杂

属性［１］ 。 涉及其中的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亟待厘

清，具体包括：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主要理论向度有

哪些，实践旨趣是什么？ 在当前平台化社会语境中，
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现实情况如何，面临哪些挑战？
从元治理理论出发，面向未来的网络内容生态治理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进路？ 本文立足平台社会的宏观

语境，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系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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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内容生态治理：
理论向度与实践旨趣

　 　 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强国战略的深入推

进，网络内容生态治理日益引起学界和业界的普遍

关注。 作为一个交叉性、复合性、前沿性的研究和实

践领域，从概念的字面上看，其内涵仅仅体现在生态

理论和治理理论两个范畴，但实际上蕴含着多元化

的理论向度，包括外部性理论、多样性理论以及元治

理理论等。 这些理论共同形塑了网络内容生态治理

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旨趣。
１．外部性理论：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合法性

来源

外部性又称为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是指“一
个团体（家庭或厂商）的行为对另一团体的效用可

能性曲线或生产可能性曲线产生的一定影响，而产

生这类影响的行为主体又没有负相应的责任或没有

获得应有的报酬” ［２］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

罗·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

将其解释为“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

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与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

形” ［３］ 。 前者为负的外部性，后者为正的外部性。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行为主体不受成本预算约束，不
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其他行为主体造成的负外部性后

果，即不利影响，那么这类行为主体常常就会低效率

甚至无效率地使用有限资源，最终造成市场失灵。
因此，负外部性常常是政府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义，
采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干预经济或社会活动的重要理

由之一。
负外部性问题存在于很多行业之中，但在传媒

业尤其显著。 因为传媒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属

性———一定程度上的公共属性和某些方面的私人产

品属性，即不完全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

受益上的非排他性［４］ 。 同时，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

的，“传媒产品在群体认知、社会协调、价值认同等

方面的影响力巨大，而且还会辐射到政治、经济和文

化生活等方面” ［５］ 。 因此，对传媒负的外部性问题

进行政府治理是维护公共利益、避免造成社会“公
共地悲剧”的必要手段。 而当前随着媒体融合的深

度推进，作为“母媒体”的互联网整合了所有传媒的

内容和形式，并造就了一种以社会化大生产为核心

的新传媒业态，加之平台资本的大量注入和算法技

术的广泛使用，网络内容产品的负的外部性问题更

加凸显，网络低俗、网络沉迷、算法歧视、网络侵权、
舆论操控等，构成对网络空间安全的极大危害，进而

影响整个互联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所以，必
须借助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以政府为主导的

规制主体，以促进互联网内容正的外部性的产生，抑
制其负的外部性的扩散，最终实现网络内容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２．多样性理论：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基本目标

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多样性是结构的一个基

本变量，可以通过提供给不同的利益群体以不同的

媒介渠道，即外部多样性，或者通过在同一媒介中给

不同的声音以机会即内部多样性来获得［６］ 。 菲利

普·那波利认为多样性（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存在于三个维度：
资源多样性、内容多样性以及受众接近性的多样

性［７］ 。 其中，内容多样性，即麦奎尔所说的内部多

样性，意涵政治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最终都是为了

实现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 其直指内容的三个主要

特征：“无论怀有何种兴趣或偏好，受众都有广泛的

‘选择范围’；社会中各种声音与消息来源都有机会

接近媒介；媒介真实或有效地反映社会各种经验现

实。” ［６］因此，从建构主义视角来说，互联网作为融

合媒介系统所提供的内容应该与社会对信息、传播

和文化整体上的需求相吻合，尽可能使互联网呈现

的拟态环境接近真实的社会环境，才能有利于受众

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和对自我行为的调整。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内容治理的目标不仅要

杜绝有害、不良信息的传播，还要积极营造风清气

正、正能量主导的清朗网络环境［８］ 。 进而言之，通
过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实现网络内容的多样性表

达和差异性呈现，使其尽可能按照一定的科学比例

来反映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现实，让所有网络用户包

括少数群体（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利益主

体等）都有广泛的选择空间，最终形成人与内容高

度适配的网络内容生态环境，并营造积极、向上的社

会影响，是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基本目标和原则。
在当前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语境下，规模经济和

范围经济日益在内容领域显现，内容生态多样性时

刻受到资本和技术的侵蚀。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带

来的信息传播的情感偏向也对内容多样性构成了实

质性威胁。
３．元治理理论：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实践依据

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是英国卡斯特大学教授

鲍勃·杰索普于 ２０ 世纪末结合资本主义国家失败

的网络化治理实践，从批判和反思的角度上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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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他认为，网络化治理中多元主体之间的网络

化合作方式存在诸多问题，如组织结构松散、主体之

间协作不充分、主体责任认定不清等，会导致治理成

本增加甚至治理网络崩溃，最终出现治理失灵的结

果。 因此，所谓元治理就是对自我管理的管理、对自

我组织的组织，其目的是实现科层制治理、网络化治

理和市场化治理相互协调［９］ 。 相对于网络化治理

中一味强调去中心化，元治理认为政府是核心、是
“同辈治理中的长者”、是治理规则的主导者和制定

者。 但元治理又不同于科层制治理中政府的强制性

控制，而是强调政府的服务型角色，要求政府设定具

体目标，构建协作网络，充分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资

源和力量，并通过信息公开、沟通、对话和协商等方

式构建透明的治理环境。 亦如有学者所说：“元治

理中政府不仅是合作网络的主要责任人，也是各方

的一个通道，使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可以更充分地交

流、沟通与协商并轻易建立彼此信任。” ［１０］

元治理虽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治理失

灵而采用的策略，但其强调政府主导，追求民主和效

率相统一的理论逻辑，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符合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要求［１１］ 。 因此，从马克思主

义国家理论视野来看，元治理理论无疑是当前中国

互联网治理的重要理论工具和实践依循。 ２０１９ 年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出台，充分说明了

中国网络内容生态治理正在由传统意义上政府对网

络负面内容的监管转向由政府主导的网络内容生态

元治理。 其制度安排具体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
方面，政府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立场出发，设定清晰的

治理目标，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
造清朗网络空间；另一方面，把政府、平台、社会、网
民等都纳入治理主体，构成行动者网络，并要求各主

体严格履行自身的治理责任，尤其强调各级政府网

信部门作为“同辈治理中的长者”所肩负的监督和

管理职能。
４．实践旨趣：网络内容结构完整、网络内容生态

系统功能优化

综合上文分析，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作为网络空

间治理的核心，蕴藏其中的公共性、多样性以及元治

理等多维理论向度，分别以目的、方法和手段等形

式，形塑了治理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旨趣，即如何实

现网络内容生态的良好建构，以达到网络内容结构

完整、网络内容生态系统功能优化的目的。 具体来

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抑制不适宜内容（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的

生产和传播。 所谓不适宜内容，通常是指违反公共

道德标准的内容，例如色情、暴力、性别和宗教歧视、
种族主义、教唆犯罪等。 不适宜内容的生产和传播

是传媒业负的外部性的主要表现，是由传媒业注意

力经济市场失灵造成的。 其中，尤其需要注意阻止

不适宜内容向特定群体的传播，如青少年群体。 因

为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一些打擦边球、处在

模糊地带的不适宜内容仍然能够被生产出来，例如

软色情、暴力、消费主义等，这些内容很容易对青少

年造成心理伤害和错误价值观引导。
第二，促进高品质（公正、平衡、文化品质高）和

多样性内容的生产和传播。 传媒业典型的二元市场

机制决定了完全依赖自由竞争的市场来实现优质的

网络内容供给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

时，当前互联网处于平台化发展时期，技术赋权和资

本逻辑使得一些较为严肃的知识类、教育类、时政新

闻类、涉农类等多样性内容由于投入不足导致市场

竞争力较弱，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而泛娱乐类内容

则充斥着整个注意力市场。 因此，网络治理必须通

过政策干预以达到市场权力与网络内容品质的平

衡，以激发正向和多样性内容的生产。
第三，保护互联网权益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互

联网经济和文化健康发展。 在开放的互联网环境

下，网络泄密、黑客攻击、人肉搜索、平台过分搜集用

户信息等不良网络行为时刻威胁着权益主体的隐私

权。 同时，由于抄袭、模仿甚至复制、利用别人作品

的简易性、低成本性，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包括署名

权、“二次获酬权”等现象时有发生。 隐私权和著作

权作为互联网权益主体最重要的权益，如果得不到

有效保护，将会对互联网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破坏

性影响，进而无法实现网络内容生态系统功能优化

的目的。

二、平台语境下网络内容生态治理
面临的多元挑战

　 　 以智能算法为核心驱动，以庞大的用户数据为

关键要素，以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网络

应用平台，是当前互联网内容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渠

道和基础设施，在满足海量用户信息消费需求的同

时，日益成为互联网内容生态治理的重要引擎和抓

手，正所谓“治理平台化”。 亦如有学者所说：“以互

联网平台为枢纽的全新治理模式与制度安排正应运

而生，‘平台社会’逐步形成。” ［１２］然而，由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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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本身存在的结构性垄断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掌

控着网络空间的信息主导权［１３］ ，在内容治理过程

中，常常使用户、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等多元治理主体

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对其

控制的能力。
１．基于算法的垄断竞争性平台带来内容品质的

挑战

近年来，平台经济在全球快速发展，即使在新冠

疫情期间也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 据统计，２０２０ 年

全球市值前十的企业当中，有七家属于平台型企业，
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腾讯、
阿里巴巴等［１４］ 。 平台经济具有较典型的垄断竞争

型市场特征。 其中，垄断是指平台企业依靠庞大的

用户体量和用户数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产生了极

大的网络效应，长期维持“赢家通吃”地位，影响和

限制了市场竞争效果［１５］ 。 而竞争主要是指在同一

平台内由于存在大量的经营主体而形成的激烈内部

竞争。 对于 Ｍｅｔａ、腾讯、字节跳动等内容平台企业

而言，随着内容创业的兴起和发展，其垄断竞争性日

益体现为一种内容生产者经济模式，即内容生产者

根据个人的创造力和技术使用能力，生产出差异化、
个性化内容，以获取经济价值和收益的商业模式。
这种商业模式是当前内容平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之下，
内容平台受制于平台资本主义逻辑，在自然状态下

往往只会按照流量逻辑依照算法进行内容精准分

发，即平台传播的流量偏向。 这就带来了内容生产

者经济模式存在严重的不充分竞争现象。 以短视频

平台为例，相对于泛娱乐化、情感性以及直播带货类

的内容，知识类、严肃类、涉农类等内容由于缺少足

够的流量属性，被赋予的算法权重不足，推送覆盖用

户的范围较低、可见性不高。 这大大影响了此类内

容的生产和流通，进而削弱了生产此类内容的主流

媒体建构客观社会的能力，价值新闻常常处在被

“偶遇”的窘境，而新“黄色”新闻层出不穷。 流量偏

向带来的不充分竞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用户信息茧

房、舆论极化等局部价值问题，更关键的是大大抑制

了作为网络社会基础设施的平台的高品质、多样性

的内容生产，“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时有发生，基于

平台的数字社会生产被笼罩在失控的风险之中。
２．生成性人工智能平台带来内容伦理的挑战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由 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Ｓａｍ Ａｌｔｍａｎ 等投

资者在 ２０１５ 年创立的 ＯｐｅｎＡＩ 公司推出人工智能聊

天模型 ＣｈａｔＧＰＴ，上线 ５ 天就吸引了 １００ 多万用户

注册。 经过 ２ 个月的发展，ＣｈａｔＧＰＴ 月活用户就突

破了 １ 亿，被称为互联网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级

网络应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ＣｈａｔＧＰＴ 具备之前

任何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内容生成性，即能够根据

用户的提问自动生成相应连续的“答案”。 其作为

一种基于预训练的大语言模型摆脱了过去人工智能

相对垂直化、游戏化、决策型的窄知识领域，进入一

个只有人类才能胜任的、开放的、宽泛的知识系统，
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全能型选手”，“在文本生产、数
据分析、代码编写、图像生成等多模态话语领域均体

现出让人惊艳的可靠性、高效性和逻辑性” ［１６］ 。 对

此，比尔·盖茨在接受采访时说：“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重要

性不亚于互联网的发明，将改变我们的世界。” ［１７］

从 ２０２２ 年年底到 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类似于 Ｃｈａｔ⁃
ＧＰＴ 的生成性人工智能以井喷之势涌现，国外的如

Ｍｉｄｊｏｕｒｎｅｙ、ＮｏｔｉｏｎＡＩ、Ｃｌａｕｄｅ、Ｓｔａｂｌｅ Ｄｉｆｕｓｓｉｏｎ 等，国
内的如文心一言、通义千问、讯飞星火、盘古等。 有

学者指出：“生成性人工智能将穿透网络资源壁垒，
成为下一代网络入口和超级媒介，驱动传媒产业变

革。” ［１８］这意味着生成性人工智能模型将越来越多

地被互联网应用所集成，从而衍生出更多的行业应

用场景，最终以一种集群方式建构下一代智能化互

联网平台。 如果说基于算法的垄断竞争平台是平台

１．０（ＵＧＣ 混合 ＰＧＣ），那么生成性人工智能平台可

被称作平台 ２．０（ＡＩＧＣ）。 在 ＡＩＧＣ 主导的平台 ２．０
的内容生产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要素被人工智能

（ＡＩ）所取代，同情和交换作为社会秩序中最稳定的

人性的自然秩序也因此被抛弃。 在亚当·斯密的社

会观中，人性的自然秩序是社会道德准则和经济秩

序的源头。 这将带来一系列的数字社会变革和伦理

风险。 在内容领域，除了暴力、虚假信息、深度伪造、
个人隐私侵犯、版权侵犯、歧视偏见、价值观扭曲、国
家层面的信息操纵等平台 １．０ 时代常见的伦理风险

被加剧之外，西方国家由于数据、技术能力的雄厚，
借助生成性人工智能模型的底层控制，加之模型自

身的涌现性效应和透明性缺失，其话语垄断能力大

大增强并日益隐秘化。 网络内容生态遭遇智能技术

伦理的严峻挑战。
３．从放松规制到强化规制带来治理成本上升的

挑战

有研究者通过分析认为：“中国互联网生态治

理经历了治理互联网基础设施、治理作为新媒体的

互联网、治理网民及其集体行动、治理网络社会及治

理互联网平台与技术运用的演进路径。” ［１９］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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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中国互联网治理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来看，前
四个阶段的治理都属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下的

放松规制，即认为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互联网产业是

重要的创新产业形态之一，其中的信息基础设施、用
户终端设备、内容服务包括直播电商等，是国民经济

转型发展的重要领域，要秉持先发展后治理或边发

展边治理的原则，要求政府为互联网企业发展预留

足够的空间。 例如，在视听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期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尽管视听媒体内容中的低俗、暴
力、侵权等问题不断，政府规制部门大多是通过罚

款、停播、下线等形式进行行政处罚，而很少采用严

格的退出机制，吊销视听新媒体企业的执照［２０］ 。
放松规制主要强调互联网行业在政府规制框架下进

行积极的自我规制，包括互联网企业的自我规约和

互联网行业协会的自律。
近来，随着平台资本化、智能化发展，平台作为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垄断性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信
息疫情、深度伪造、舆论操控、机器人介入政治选举

等现象频发，世界主要网络强国逐渐改变了对于网

络内容相对宽松的监管模式，从强调平台自律转向

国家主导［２１］ 。 中国更是走在前面，对互联网平台

内容的监管进入了政府强化规制阶段。 如 ２０１９ 年

颁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２０２２ 年颁布

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用

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

管理规定》等。 这些政策文件涉及平台算法治理、
平台账号和数据安全管理以及对网络不同主体的行

为和责任规定等。 借助这些政策文件，国家对互联

网平台实现了“穿透式监管”，使监管部门能够侵入

性地进行过程监管、要素监管与算法监管［２２］ 。 传

统的平台监管中不深入、不全面、跟不上的信息弱势

现状得到根本改观。 但是，这不得不面临一个重要

的现实问题，即政府治理成本的上升。 因为面对拥

有庞大用户群体和强大技术能力的平台企业，对其

算法模型、数据资源以及数字生产活动进行“穿透

式”、全过程监管，包括信息搜集、分析、备案、调查

以及监督和执法等环节，政府无疑需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

三、元治理框架下网络内容
生态治理的未来进路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

下，面对平台语境下的多元挑战和现实问题，如何以

合适的治理成本实现网络空间良好的内容集聚样

态，尽可能地使互联网作为“母媒介”呈现的拟态环

境无限接近真实的社会环境，进而促进网络社会健

康发展、网络文明良性演进，需要从元治理理论出

发，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进路。
１．树立正确理念，坚持积极规制和消极规制

并重

２０１９ 年年底颁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

定》在总则的第二条以定义的形式指明了网络内容

生态治理是“以网络信息内容为主要治理对象，以
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为目标”。 从中可以看出，网
络内容生态治理暗含着这样的基本理念，“网络内

容是海量的，它们的表现形式多彩多姿并且存在着

既相互竞争又多样态共享的生态关系，其社会影响

也是以聚集态方式呈现的” ［１］ 。 概而言之，网络内

容生态治理追求的是内容主题多样性、用户视角多

样性以及用户和内容关系的多样性。 因此，从生态

学的价值取向来看，网络内容生态治理应该是追求

消极规制和积极规制并存、并重的治理过程。 消极

规制强调对网络失宜、失范内容以及违法违规行为

的处罚和干预，以维护正常网络秩序。 积极规制强

调对网络高品质内容、正能量行为以及内容形态创

新的引导和激励，包括流量分布优化、流量扶持等，
以促进网络优质内容的结构性增长，进而实现营造

清朗网络空间的目的。
２．发挥政府主体作用，完善内容生态治理的法

律法规体系

众所周知，互联网领域的政策、制度完善速度一

直落后于信息技术的更替速度。 当前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Ｍｉｄｊｏｕｒｎｅｙ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模型正在以平台之势

强力变革整个互联网内容生态。 相关的法律法规建

设若不能及时跟进，会使政府无法充分发挥主体性

的治理作用，面对新人工智能带来的内容风险，无法

提供可操作的制度遵循，也就谈不上推动治理模式

的更新与迭代，网络内容生态治理容易陷于一种静

态化、固化甚至治理失灵的窘境。 因此，要在元治理

框架下，充分发挥政府主体性作用，确立科学的内容

治理目标和战略规划，完善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

治理规定》为代表的法律法规体系，尤其是强调针

对新技术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如社交媒体机

器人账号、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元宇宙 （Ｍｅｔａ⁃
ｖｅｒｓｅ）等领域，以此健全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制度

安排，使政府作为“同辈治理中的长者”始终拥有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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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力和影响力。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国家网信办等

七部门联合公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及时回应。 毋庸置疑，这
个管理办法将会有力地促进平台 ２．０ 时期互联网内

容生态的健康发展。
３．坚守平台底线思维，建立内容生态健康评价

指标体系

平台在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平台作为互联网内容生产的基础设

施，拥有多种平台权力形式，能够构成对用户、市场

公平以及网络社会秩序的冲击，是互联网内容生态

治理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平台作为多元治理网络

中的主体之一，在政府、网络行业组织、网络内容生

产者以及普通用户等多元行动者之间起到重要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对于其他治理主体作用的发挥起到

重要的“转译”作用。 因此，无论是作为治理主体还

是作为治理对象，平台企业均要强化平台责任、坚守

底线思维，不允许不合规内容在平台上生产和传播。
同时，平台企业要在行业协会指导下，建立内容生态

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从内容品质、多样性等维度构建

指标，并进行自我量化，通过量化的方式赋能平台内

容精细化治理。 这样既有助于政府规制政策和目标

的科学化，也有助于调整平台内容编辑方针和算法

模型的公共性。 在此基础上，扩大主流媒体内容的

可见性和影响力，最终实现平台内容生态的结构性

调整。
４．强化成本和效率意识，融合政府规制和自我

规制

如前文所述，以“穿透式监管”为代表的政府强

化规制使政府拥有了组织和控制数字社会生产的权

力［２２］ 。 但同时，这种规制方式也会带来监管机构

不自觉地进行权力扩张和寻租的可能性，直接导致

平台企业创新发展意愿不足，从而减少投资规模，甚
至出现企业之间竞争不充分等非预期性问题。 这在

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互联网数字经济的活力，增加政

府规制的社会成本。 而自我规制作为政府权力让渡

的空间，拥有内生性、专业性、高效率和低成本属性，
在保障平台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能够充分激

活平台企业作为规制主体的自觉性，有利于弥补政

府规制的高成本缺陷，从而有效避免治理失灵。 因

此，必须把政府规制和自我规制协同起来，强调在政

府规制的底层框架内，适当扩大自我规制的适用范

围，使两者之间形成互动、融合和互补的关系，进而

推动互联网数字经济良性发展和更大范围公共利益

目标的实现。

结　 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治理平台化或平台化治

理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场域和话语方式，甚至成为

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方式之一。 亦如

有学者所说：“平台化治理可以看作是信息化治理

或数字化治理的新阶段，是国家治理体系向‘平台

依赖’转型的新阶段。” ［２３］其中，以大数据、云计算、
智能算法等为代表的平台技术是这一转型的主要推

动力。 可以预见，在下一阶段，以大语言模型、元宇

宙等为主导的平台 ２．０ 时代，会将平台化治理引向

更加深入和复杂的状况。 其中，以生态健康为诉求

的平台内容治理，将是重中之重。 在内容生态健康

治理中，平台既是治理客体，也是治理主体，传统意

义上被看作是“法宝”的通过自上而下进行资源动

员的单向化的运动式治理将难以奏效，不仅成本增

大，而且效果弱化。 从国家治理的层面来说，在平台

２．０ 时代，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挑

战：一是平台资本扩张和底层技术垄断带来治理难

度增加和治理成本上升的问题；二是要充分考量释

放平台经济活力，使之成为平台化社会生产的主要

动力引擎的问题。 这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和复杂

性的工作。
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元治理坚持

民主和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强调运用新的手段和方

式来融合独立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消除科层制治

理、市场化治理、网络化治理之间存在的失调与冲

突，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因

此，在治理过程中，要坚持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任

务，加快构建完善的综合治理体系，落实党治理互联

网的政治要求，强调党委和政府作为“同辈治理中

的长者”身份，完善作为战略规划和治理制度安排

的法律法规建设，把政府强化规制和平台企业自我

规制协同起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普通用户以及内

容生产者等多元行动主体的协同治理作用，最终实

现清朗网络空间的建构。

参考文献

［１］何明升．网络内容治理的概念建构和形态细分［ Ｊ］ ．浙江社会科

学，２０２０（９）：６４－７２．

［２］鲍德威，威迪逊．公共部门经济学：第 ２ 版［Ｍ］．邓力平，主译．北

５７１

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理论向度、当下挑战与未来进路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７５．
［３］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６３．
［４］喻国明．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Ｍ］．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３５－１３９．
［５］唐建英．博弈与平衡：网络音视频服务的规制研究［Ｍ］．北京：中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２０１１：８５．
［６］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 ５ 版［Ｍ］．崔保国，李琨，译．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９０．
［７］ＮＡＰＯＬＩ Ｐ Ｍ．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９（４）：７－３４．
［８］张志安，聂鑫．互联网平台社会语境下网络内容治理机制研究

［Ｊ］ ．中国编辑，２０２２（５）：４－１０．
［９］ＪＥＳＳＯＰ Ｂ．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８
（１５５）：２９－４５．

［１０］彭兰．自组织与网络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治理［ Ｊ］ ．社会科

学战线，２０１７（４）：１６８－１７５．
［１１］葛明驷．元治理体系构建：县级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Ｊ］ ．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１２）：５７－６１．
［１２］张志安，冉桢．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路径、效果与特征［ Ｊ］ ．新闻

与写作，２０２２（５）：５７－６９．
［１３］李桂华，林思妍．提升平台社会价值的治理创新［Ｎ］．中国社会

科学报，２０２２－０９－２１（７）．

［１４］黄琦．平台经济：大势所趋　 行稳致远［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５－３０）
［２０２３－０６－１０］．ｈｔｔｐｓ： ／ ／ ｔ．ｃｊ．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ｖｉｅｗ ／ ２１５５７６７１
３１ ／ ８０７ｅ６５５ｂ００１０１２ｉｎｉ．

［１５］王先林．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和反垄断问题的法律思考［ Ｊ］ ．浙江

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３４－４５．
［１６］汤景泰．ＣｈａｔＧＰＴ 走红，但也带来治理风险［Ｎ］．环球时报，２０２３－

０２－１１（７）．
［１７］最新！ 比尔·盖茨再谈 ＣｈａｔＧＰＴ：重要性不亚于互联网的发明，

将改变我们的世界［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３－０２－１１）［２０２３－０６－１０］．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ｎｂｄ．ｃｏｍ．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２３－０２－１１ ／ ２６６４８３５．ｈｔｍｌ．

［１８］喻国明，苏健威．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

态：从 ＣｈａｔＧＰＴ 到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未来［Ｊ］ ．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５）：８１－９０．
［１９］王江蓬．中国互联网生态治理的演进脉络、内在逻辑及基本经验

［Ｊ］ ．中国编辑，２０２２（１１）：６１－６７．
［２０］葛明驷．视听新媒体自我规制：多重语境与路径选择［ Ｊ］ ．西南民

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８（８）：１２２－１２８．
［２１］桂畅旎．我国网络内容治理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Ｊ］ ．中国信

息安全，２０２０（２）：５９－６２．
［２２］张凌寒．平台“穿透式监管”的理据及限度［ Ｊ］ ．法律科学（西北

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１）：１０６－１１４．
［２３］姬德强．平台化治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国家治理新范式

［Ｊ］ ．新闻与写作，２０２１（４）：２０－２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Ｇｅ Ｍｉｎｇｓｉ　 　 Ｌｉ Ｘｉａｏ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 ｍｅ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ｓ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ａｃ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ｔｈｉｃ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ｒｉｓ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ｓｔ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ｒｅｌａｘ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ｕ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ｔ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ｉｒｓｔ， ｉｔ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ｓｔ ｏｎ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ｔ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ｔ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ｌｉｎ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ｔ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ｍｅ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责任编辑：沐　 紫

６７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


